读《国史十六讲》有感

这个学期，买了几本专业类的书，其中有两本跟本学期教学直接相关。一本是《新文化与真文人》，在备初二的《新文化运动》一课时，我看了一篇文章，是对辜鸿铭的介绍，其文笔之风趣幽默让人忍俊不止，虽然教材并没有介绍辜氏，为了让学生对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有更宏观的印象，我在课堂上推荐大家阅读了其中的一些段落，学生特别喜欢，印象特别深刻，绝大多数到期末了还记得这个人。后来得知这篇介绍辜氏的文章摘自于《新文化与真文人》这本书，欣然网搜，竟然俏得很，幸好有个网店尚剩2本，于是高价购之。另一本是《国史十六讲》，这本书走入我的视界基于一场讨论。1月初的高三联考有道历史选择题引发了高三历史老师们的广泛讨论，后来讨论的焦点集中到到“郑氏义门”，番禺有位博览群书的老师给大家推荐了《国史十六讲》这本书，因为该书第十讲有一节专门介绍了儒学熏陶下的孝义之家“义门”。于是又网购入库，决定精读。
《国史十六讲》的作者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樊树志，樊老专攻明清史、中国土地关系史、江南地区史，尤以江南市镇研究蜚声史坛。代表作有《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》、《明清江南市镇探微》、《万历传》、《崇祯传》、《国史概要》、《晚明史》等。而《国史十六讲》是他为复旦大学精品课程“国史概要”撰写的讲稿。作为全校公选课，课时有限，每周二学时，一学期讲完，可以用于上课的时间只有十六周，三十二学时。如此有限的时间，要把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讲得深入浅出，讲得少而精，必须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动。所以樊教授决定大胆舍弃，不求面面俱到，每周（二学时）讲一个专题，一学期讲十六个专题，这就是书名“国史十六讲”的由来。
该书自2006年4月出版后受到热烈的欢迎，一再名列各种畅销书的排行榜，一度排名第一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印刷了十二次。该书的畅销还引起了海外出版社的注意，香港三联书店、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先后出版了繁体字版，日本、韩国也购买了该书的版权。后成为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中“知识类”的三种历史图书之一。我购买的这本是樊老的最新修订版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文字内容作了较多的修改，甚至有些篇章还重新写过。
樊老特别推崇作家董桥的文风，他说董桥写得一手典雅典雅隽永的文章，潇洒的文笔，浸透了学识涵养，令人叹服。董桥曾说学术著作要改变沉闷的面貌，应注意两点：一是“学问深而下笔浅”；二是不要把“好玩”的东西“塞进学术的闷葫芦里闷死人”。樊老说这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境界，他谦虚地说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。正因为此，樊老认为，作为一名历史老师，历史一定要讲得“好听”，写得“好看”，以很好地发挥作用，引人入胜地展现历史的魅力。《国史十六讲》以清新流畅的文笔书写历史，远离往昔历史著作那种高头讲章八股腔，改变历史著作令人望而生畏面目可憎的印象。也就难怪樊老此书如此受欢迎了。
至少可以从以下几处体味到该书的与众不同。 
一、生动的讲述历史的方式。
据说樊树志先生在复旦大学开课时，“三百人的梯形教室人满为患，坐在台阶上的、站在墙边的，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有笑声传出”。这对于一堂历史课来说，是罕见的。樊先生把他富有魅力的讲述带进了《国史十六讲》。信手翻书，随处可见这样的生动讲述：“影响最为深远的是‘制礼作乐’，就是令孔子顶礼膜拜、魂牵梦萦的礼乐文明……他对春秋时代的‘礼崩乐坏’极为不满，他的名言‘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’，就是对‘礼崩乐坏’的怒吼。” 
在讲述“郑和下西洋”一节时，作者不仅用清晰的思路为读者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，还情不自禁地感慨：“这位伟大的航海家，把他最崇敬最热爱的大海作为长眠之地。确实，他是大海之子，他是属于大海的。按照他的遗愿，带回南京的只有一双鞋子和一撮头发，葬在南京城外的坟墓里，供后人凭吊。”历史在散文般多情的叙述中向我们款款走来，直抵灵魂深处。  
像这样富有魅力的语言帮助我们亲近历史，从而成为进入历史的一个通道。
二、开阔的学术视野
视野与众不同的开阔，不囿于旧有观念同样是《国史十六讲》的一大亮点。对历史不太了解的人，遇到“倭寇”一词时就会以为是“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”，此书中介绍说有中外学者对此提出异议，认为嘉靖时期中国沿海“倭寇”主要是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民间商人集团，首领王直就是徽州商人，为了冲破明朝的海禁政策，与官方正面冲突，还雇佣了一些日本人，但处于从属的地位。《国史十六讲》认为，“倭患”实际上反映了官方与民间之间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。 
还有一些论点同样可以纠正一些人的片面认识。例如，传统认为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。《国史十六讲》指出最初董仲舒的建议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，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。事实上汉武帝的治国方略为“儒表法里”，亦即儒术与法术并用，才是专制集权的真正秘密。 还有“东林党”并非一个“政党”，而是被它的敌人污蔑为“朋党”的“东林非党论”。
三、久违了的学术宽容。
《国史十六讲》的最大特色是将学术性注入高校教科书（通常高校教材是以讲授知识为主），书中论及的不少学术热点话题也是当今最具前沿性的课题。这些话题不仅能激起学生的关注，也是为专业学者所重视的。其中，有些话题集中于国内学界。例如，关于中国有无“封建社会”的争论恰是当前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热点话题。由于“封建”概念的混乱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大障碍，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“封建”概念的辨析。对此，该书第二讲的第4小节《解读“封建”的本意》主张回归西周“封建”，即“封邦建国”、“封建亲戚”的本意，正反映了内地学界的这一新动向，予读者以启发。 
《国史十六讲》里还有不少课题是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的。也许正因为海外学者的启示，才使中国问题走出狭隘的境界，从而焕发出新意。例如，以往中国史学者多认为宋代是一个积贫、积弱的朝代，因此对它评价不高。然而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（湖南）在上世纪初提出“唐宋变革论”，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，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。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的“中国史”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一些西方汉学家开始大力讴歌宋代文化的辉煌。我国内地史学界虽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关注“内藤假说”，但热忱始终不断。《国史十六讲》由此提出，宋代有它辉煌的另一面，无论在科技、经济和文化各领域，它都是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。 
尤为可贵的是，作者在直陈各家之言的同时，也坦言自己的学术观点。例如该书第二讲中“解读‘封建’的本意——兼论‘公社’、‘井田’及其影响”一节，以一个史家所独有的“大历史观”洞察力，剖析了“公社”与“井田”制度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影响，指出从周代的农村公社、到汉代的王莽改制、宋代的王安石变法，及至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“平均地权”，内中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:即对公社与井田的赞美与怀恋。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令人深思；对于王莽改制，作者认为王莽失败的悲剧在于，他过分迷恋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，并采取了向后看——倒行逆施的方式进行改革，而要解决社会问题，倒退是永远没有出路的；对于朱熹新儒学“从‘伪学’到官学”的坎坷之路，作者直言:在中国历史上，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、一种学说，屡见不鲜，它并非学派之争，而是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。
一句话：《国史十六讲》是一本学术著作，又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史学读物，《国史十六讲》带给我们的是简明扼要而又不失优雅地述说历史的快乐。是值得一读的好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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